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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的
两个中国传统医学研究项目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亦大幅增加。2012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用于支持相关研究的总经费达到 12 亿，获得研究经费资助的项目不断增多。在如此前所未有之大
好形势下，科学史界的同道应对该基金的资助范围和支持强度有所了解、积极参与，从而使得以学术性、
基础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研究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段中，一次性获得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从而实现提
高学术研究水平与深度的目标———凡获批准之重大项目的资助强度为 80 万，且可申请“后续研究的滚
动支持”;某些申报同一题目者，如被认定视角不同、言之成理、另有研究价值，亦有可能作为略低一级的
“重点项目”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
由于评委严格遵守评审制度，所以尽管在评审会场见到几位分属不同组别的专家，但彼此间的言谈
话语并不涉及各自负责评审的项目与内容，也不知道最终有哪些申报的项目获得了资助。然因近日分
别参加了两个获批重大项目的“开题会”，故可稍加介绍以资参考。从总体上讲，这两个“中国传统医
学”方面获得资助项目的基本特点，可以概之为“由内及外”与“由外及内”。
1 简帛医书综合研究
首席专家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张显成教授，参加者包括“文字”和“医史”两界的若干学
者。
属于秦汉时期的出土医学简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出土地点分布广泛，为全面研究这一重要历史
时期中国古代医学基础理论奠基与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重要资料。然而，大量相关资
料的出土，毕竟是在比较晚近的几十年中;其二，由于医学属于一个比较专门的独立学科，因而并未被一
般史学研究者充分纳入整体文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其三，医学史专业研究者除了受文字学研究水平的制
约外，在思想上较难突破固有“定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诸多经典在先秦时代业已形成的束
缚，且大多是将出土于不同地域的秦汉简帛及传世医书视为一脉相承的体系。从而形成了“古代科技知
识领域中，医学超前发展、两汉四百年反而趋于空白”这样一种并不能够客观、准确反映历史本貌的虚构
图像。这一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将以文字学的研究为基础，进而拓展到古代医学在广袤土地上如何多元
独立发生与成长，如何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下，经过扬弃融合始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
知识体系;更加注重从史学视角出发，牢牢把握“时”、“空”两个维度上之宏观图景的构建;具体落实与
体现该项目“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有所创新”的预设目标;成为补足现有秦汉史研究尚嫌不足之一
面的重要环节。
2 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化转型
首席专家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王旭东教授，参加者包括“中医”和“哲学”两界的若干学
者。
与上述以秦汉时期简帛文字考证为基础，进而拓展到知识体系解读(由内及外)的研究路径有所不
同，本项目更多关注的至今仍然存活并服务于国民卫生事业之传统医学的现实问题。然而若欲从“文
化”、“价值”、“转型”三大方面将问题阐述清楚，还是离不开史学性分析(由外及内)。首先，尽管在许多
情况下，诚如课题组所言:“文化”属于涵括诸多人类所创造之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上位概念”，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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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研究“文化”者而言通常还是需要对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加以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比较性
分析与研究。尤其是在具体到“中医”这一知识体系时，文化便不再是“上位概念”，而是在哲学、宗教、
宇宙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影响下所形成的与认知生命、治疗技艺、医德伦理等密切相关的“下位概念”
了。其二，就“价值体系”而言，则一方面需要历史性地分析不同时代的医学价值观及其演变。例如，在
较早时期被称之为“君子不齿”的“百工贱业”之一(治病工) ;其后渐有“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仁
政之一端”的看法;宋代之后则有视医学为儒者“格物穷理之一端”的说法，并相应地出现了重视医学理
论研究的学风之变。另一方面，要想说明当现代生物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与普及时，传统医学何以仍然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则必须对两种不同医学知识体系进行十分具体的比较，分析两者的优劣短长。其三，
考察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转型”时，除了批评过分强调“科学化”、外在形式方面的牵强附会所带来的无
益转变，同样需要非常具体地分析自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传统医学内部所发生的潜移默化、主动、被动、
折衷等四种不同类型的转变，并客观地评价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结果。
1958年，首席专家所在南京中医学院曾开创性地领衔编撰了以《中医学概论》为首的一系列高等中
医院校正规教育的教材。我以为:此次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实施，完全有可能再创辉煌———阐
明中国传统医学的文化、价值与转型。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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